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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十九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如今巳整整过去了一个世纪。其众多

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至今仍流传于全国各地，影响遍及乡村城镇，被后人所传扬。 

房、良地区因地处京畿要地，自然也是当时义和团运动重要的活动区域。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

和团》及《房山县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房、良两地的主要村庄均设有拳厂，民众参加甚广。他们烧符降

神，习练武术，以抗御八国联军的入侵。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赵润东、戴家斌两位先生在(房山文史资料)

第 1、3 两辑中分别有专文《房山义和团拾零》和《房山义和团纪略》作了记述。这里再介绍一册记载与房、

良地区义和团运动相关的私人日记，作为补充材料，借以丰富一下房、良地区的历史。 

这册日记名为《高枬日记》。作者高枬(1852—1904)，字城南，四川泸县人。曾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

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使，后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使。历任刑兵工三科给

事中。著有《借禅室诗钞》、《高给谏奏稿》等。义和团运动兴起时，高枬正在北京，目睹外军暴行和百姓

疾苦，所感所发，汇于笔端，“排日详记成帙”。 

《日记》共分八卷，起自庚子年(1900)五月十五日，止于辛丑年(1911)正月十六日，近十万宇。高楞

去世后，(日记)经其九弟高楷雇八人四日整理抄写完毕，于光绪卅年(1905)排印问世。 

《高枬日记》的主要部分记叙了团民活动及八国联军侵入后的北京情况，其中亦间杂有关房山、良乡

等地区义和团团民活动的见闻。下面就主要条目略记一二： 

 (庚子年五月)十九日，于晦若来，示我何润甫涿州来信，十五日发。言去时在良乡，已解散拳民。谓在

涞时，杨统领名福同，所带兵皆洋装，误为洋兵，遂与角。杨又开炮，故伤之。涿州拳民四五千，已将解

散。后又来山东老团六七千人，似颇有难解之势。何言受国厚恩，尚须费不烂之舌劝解之。谓其吃小米、

苦盐，持戒甚严，故无掳掠。语多骑墙，而偏于难解一面。盖亦以为危也。且谓天不雨，恐成流寇。……

晦若言，今日九城皆闭片刻。适顺治门闭，虚一缝，许红抹额者入，不许平人入；或恐拳民激怒洋兵，不

免有玉石不分之虑。或曰，洋兵来者不过一二千，且广东未见此举，何至施及京城。 

刚毅由涿州回至良乡，怂拳。拳谓已见上谕，不敢练。刚曰“上谕不要紧”。未完，送邸钞。上谕以拳匪

在内城焚烧杀人，日夜数惊，命九门提督会同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一体严拿。遇有持械喊杀者，即送

提督正法……(卷一) 

从上面的日记中，可以得知这样一些资料：1900 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活动在良乡地区已有相当规模，

并与“涿州拳民”、“山东老团”等义和团组织互为呼应，引起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极度恐慌。出于

对洋人的畏惧以及清政府屈膝卖国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对这场爱国的农民运动进行劝解、解散和镇压。 

《日记》中提到的曾来到良乡“怂拳”的刚毅，在当时的清政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刚毅(1837—1900)，

字子良，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光绪二十年(1894)任军机大臣。因其人竭力反对戊

戌变法，被慈禧太后委派管理健锐营，为发动政变出力。义和团进逼北京时，刚毅力主招抚。并支持慈禧

驱使义和团攻打各国使馆。慈禧曾命他与庄亲王载勋“统率”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刚毅随慈禧

太后西逃，中途病死于山西侯马镇。 

作为慈禧太后宠臣，在义和团运动愈来愈盛并开始成为清政府隐患之时，刚毅曾受命与军机大臣兼顺

天府尹赵舒翘、督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前往涿州、良乡一带察看，企图冒险采取笼盼、欺骗手段，通过

控制两地的义和团来控制北京的义和团，达到巩固自已统治地位的目的，这就是上面日记中提到的“刚毅

由涿州回至良乡”之事。刚毅始到良乡之时，未知清政府已下谕百姓禁止练拳，仍然对拳民以“怂拳”安

抚为主。据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所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载，刚毅自涿州奏报良乡、涿州义和团

情形时，强调两地加入义和团的百姓甚多，“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之改悔，

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可见当时良、涿两地义和团的发展规模。 

至于《日记》中所提的清军统领杨福同，也是一位不能不说的人物。赵润东先生在《房山义和团拾零》

中已有所涉及： 

“(1900 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石亭镇用长矛将清军分统领杨福同扎伤堕马，旋即毙

命”，这就是义和团历史上有名的“涞水大捷”。而在这场战斗的参加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房山地区

的义和团团民。 



据《要录》载，当时清政府团因“近畿一带派出之带勇员弁办理不善，甚至纵容兵勇，以查拿拳匪为

名，择肥而噬，勒索乡愚”，谕令裕禄严格约束兵丁，不得“任意株连，借端论索”。但是清兵的劫掠之行，

仍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与反抗。于是，涞水石亭村的义和团传帖邀约新城、定兴、容城、房山、涿州、易

州等地拳民数千人，先围攻驻村小队清军，待杨福同闻讯率马、步队前来援救时，设伏将杨刺死。刺死杨

福同的是涞水义和团首领，一位名叫满立的僧人，后被清军抓获(具体情形在《要录》中有较详细记述)。

这是自义和团运动开展以来杀毙清将领之较大事件，引起了清政府极大的震动。 

再看《日记》下面几则： 

 (庚子午八月)十九日，……洋兵大队，鼓乐由彰仪门入者千余，领队者，执良乡某屯义和团旗，又有清道

旗一面，复有十余旗，皆大书“义和团”，又有“守望相助”字样；并有拳匪刀矛多件。步队在前，马队在后，炮

车夹而行。尾车拴黄牛三、驴一。盖十七晨所出队，由良乡搜剿而回者也。路人云，轰村不少。因十三四土

人谣传，拳匪将来恢复，且云团聚在外甚多，故洋兵出而剿之。又活捉拳匪六名，车载而归。(卷二) 

(庚子午八月)廿一日，九愚言，德兵向伊子言，良乡之轰，其炮子能穿大树，拳匪当之，纷纷倒地。”(卷二) 

(庚子年九月)三十日，黄小霁言洋兵至房山，欲毁城市，马教士力言乡中居民靠此买盐米，一毁则乡

民绝食，洋兵乃允。(卷三) 

上述三则通过高枬本人的亲见亲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八国联军入侵我房、良两地，大肆抓捕义和团

战士，并到处进行烧杀抢掠的罪行录，读来令人发指。 

(庚子年六月)二十日，……张主事来，言房山山中亦吃小米，隔三十里一场，买小菜往返六十里。围

山多团，挽出香赀至百余金。又言良乡令张君聘终日哭泣，兵差过境，照常价加倍，村民怜其拮据痛哭而

与之也，团又阻之曰，此车本团所需。官为劾办，团欲加刃。(卷一) 

上面一则前半部所说为当时房良两地百姓、义和团团民各自的生活状况；后面述说了官府与义和团为

各自所需而发生的相互摩擦，这则日记较真实反映了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景象。《日记》中所提张君聘实有

其人，查《北京市房山区志》可知，张君聘，名琨，江西人，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任良乡知县。 

(庚予年八月)十一日，房山知县赵某将拳匪收监，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卷二) 

据《区志》知，文中“赵某”为赵元土尊，山阴人，光绪二十五年六月至二十八年八月任房山知县。此

条所记“洋人来城，即捆交之”，短短八个字，就活画出一个凶残镇压义和团运动、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

与上面“欲与洋人决裂”的义和团战士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读来让人义愤填膺。 

再看几则： 

(庚子年五月)廿二日，黄绍廷来，言必决战。房山北山无米菜，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闻仍欲

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卷一) 

(庚予年八月)廿四日，拳匪在良乡、黄村一带，洋兵往则散，洋兵走则归，聚而劫村庄，拒官长。张

君聘已赴省请兵……(卷二)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两则直接记述房山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资料，虽寥寥数语，却给我们

描绘了一幅房山人民誓死抵抗外侮的斗争画面。“房屋但庙之两寮，皆坏者也”，应是外敌在房山烧杀抢掠

的结果，必然激起房山人民的英勇反抗。“仍欲与洋人决裂，并有迎头痛剿之密旨”，同时采取了“敌来我

走，敌走我来”的游击战术，既说明了我抗敌的决心，又说明了房山地区的义和团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

是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性。 

总的看房、良两地的义和团运动，与其它各地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

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只是以迷信方式进行自发的抵抗外敌的活动，势必导到这场运动最终的失败。

但是，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房山人民及全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成为

我们宝贵的财富。 

高枬作为一位封建时期的官员，所站的立场必然要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日记》中有不

少地方诬蔑义和团运动为“拳匪”、“拳乱”，歪曲了历史事实，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百年前房、良两地

的义和团运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所以特从其中摘抄部分有关房良地区的资料加以简要介绍，并希望引起

读者对《高枬日记》这一类私人日记、笔记资料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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